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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我国 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许 梅，强群莉

（安徽建筑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数字经济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研究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对实现我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 2013—2020 年 30 个省市（除西藏、港澳台外）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

用面板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我国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果。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

够直接抑制碳排放强度的提升；我国三大区域之间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存在较为显著的异质性，

东部最强，西部次之，中部最弱；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存在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中介的抑制作用，尚未发

现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中介的抑制作用。基于此，应继续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减排，提升产业结构升级

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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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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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e of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s for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chieving high-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empirical tests have been made of the impact of China’s digital economy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by using the panel regression model and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with the panel data 
samples of 30 provinces and cities (excluding Xiza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from 2013 to 2020.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digital economy can directly suppress the increase i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There is a significant 
heterogeneity in the inhibitory effe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among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of China, with the strongest in the eastern region, to be followed by the western region, and the weakest in the central 
region. Digital economy exert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 mediated by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ith no inhibitory effect by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s to be found. Based on this, it is advis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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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eek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a promotion of digital emission reduction, and an enhancement of the 
mechanism for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Keywords：digital economy；carbon emission intensity；industrial structure；heterogeneity；intermediary 
effect

1 研究背景

经济快速增长导致环境问题日益恶化，中国作为

负责任的大国，在国际上做出承诺：提出在 2030 年

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

双碳战略目标。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生态文

明建设的双重背景下，低碳绿色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的核心目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以新兴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逐步成为我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之一。

数字经济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最早

由 D. Tapscott[1] 于 1996 年提出，与我国双碳目标的

实现密切相关，对传统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发

展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同时也可能会对碳排放产生

重要的影响。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和双碳战略目标的

背景下，如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强大优势实现经济

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推进至关重要。

作为碳排放大国之一，我国始终面临经济社会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为尽快实现低碳绿

色发展与国际碳脱钩治理，相关学者始终致力于我

国碳排放影响的关键因素与作用机制研究。王锋等 [2]

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经济结构转型、家庭

平均收入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提升

能源利用效率是实现降碳的关键；邓吉祥等 [3] 分析

了我国八大区域的碳排放现状，发现能源强度影响

碳排放副作用最强，能源结构影响碳排放波动较大；

曹泽等 [4] 发现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通过能源消费与工

业智能化两个方面实现碳排放的有效治理。

随着我国双碳目标的提出，数字经济在转变我

国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方面，相关学者也从

低碳绿色发展的角度出发，研究了数字经济与碳排

放之间的关系。谢云飞 [5] 利用我国 2011—2018 年

省际面板数据，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降低区

域碳排放强度并且存在较为显著的异质性，数字

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在中西部及碳排放强度较高的

地区表现更明显。郭丰等 [6] 使用 2011—2019 年中

国 223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碳排放水平，能够

通过推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降低城市碳

排放水平；佘群芝等 [7] 使用 1990—2019 年 99 个国

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得出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降低

碳排放，且减排弹性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在中、高收入国家均能通过提高能源效率、改善能

源结构实现节能减排。除研究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直

接影响以外，也有学者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对二者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研究，如费威

等 [8] 以我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得出我国的

碳排放与数字经济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型关系，

缪陆军等 [9] 以我国 278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同样

得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

征，二者间呈现倒 U 型关系。

现有研究为研究数字经济促进碳减排提供了判

断与思路，但仍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多数研究仅从

技术创新与能源结构调整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减排机

制；第二，虽然有部分学者研究了产业结构升级的中

介机制，但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分维度中合理化与高

级化的差异并不多，因此本文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

级化两个层面分别研究对碳排放的内在作用机制，以

探索最优路径。鉴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

据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

影响与作用机制，明确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实现碳减排

的最佳路径，为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提供了新视角。

2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2.1 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

数字互联网是数字经济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数

字经济的内涵来看，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一种全

新的生产要素，其独特的非竞争性、即时性和可重复

利用等特性，为绿色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10]。数字

经济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破除了生产资料的

传递受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保证了生产资料在时

间上和空间上的高效传递 [11]，因此具有较强的绿色

发展属性。蒋金荷 [12] 从动力、途径和路径 3 个视角

分析得出，我国的数字化发展是高质量发展重要动

力，低碳绿色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数字化

是实现我国“双碳”目标的主要路径。当前，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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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进入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数字经济

以现代化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贯穿社会生产生

活的全过程，有效地降低了供需双方之间的交易

成本和搜寻成本 [13]，是实现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

主要动力之一。微观上看，大规模数字化技术应用，

能为传统企业建立智能化生产管理系统，实现生产数

据实时采集和生产能耗精准管理 [14]。依托于数字化

技术，企业能够更好地组织生产经营过程，减少生产

经营过程中产生的非必要能源消耗、污染排放及资源

浪费。宏观上看，现代化信息网络的普及催生了大量

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新模式和新业态 [15]，传统经

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实体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资源浪费和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 [16]。

数字经济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将社会经济活动

转化为标准的数据，催生出新的数字产业，而大部

分的数字产业均以电子媒介形态存在，具有可复制、

可多次使用不被损耗等特点，实现了交易对象跨时空

的交流，降低了实体经济的交易成本，推动了交易市

场的电子化和网络化，有效地解决了资源浪费和配置

效率不高等问题 [17]。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H1。
H1 数字经济的发展能直接降低我国碳排放强度。

2.2 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

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升级的根本动

力，数字经济时代下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是数字

技术创新带动的数字产业 [18]。数字经济通过将数字

技术产业化和市场化应用，刺激新型产业蓬勃发展，

并基于互联网平台进行资源配置，对产业结构进行重

构 [19]。以 5G、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群”的应

用，优化当前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形成高效、

智能的生产模式 [20]，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步伐，

推动制造业与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实现产业

结构向智能化和数字化方向演进 [21]。数字产业的发

展也将推动产业结构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占

主导的服务经济转型 [22]。同时，数字经济的网络化

属性有利于提高资源要素的合理性，推动不同产业之

间实现协同分工，并通过产业关联、产业融合和产业

创新等途径逐渐淘汰高耗能、高排放和高污染的传统

产业 [23]，引导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和合理化方向演进。

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将经济发展重心从高碳产业

向低碳产业转移，推动传统产业向高效、低碳、环保

的方向升级。同时产业结构升级可以促进生产方式

的转型，推动绿色生产方式，采用更加环保、低碳、

节能的生产技术和方法，减少碳排放。基于产业结构

升级的两大内涵，陈浩等 [24] 的研究认为，产业结构

高级化对碳排放强度起抑制作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不

能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影响，但可以通过促进

产业结构调整间接降低碳排放强度。因此本文从产业

结构升级的两大内涵出发，提出研究假说 H2。
H2 数字经济能够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中介，间

接降低我国的碳排放强度。

3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3.1 模型构建

为检验本文假说 H1，考察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

影响机理与作用途径，构建包含数字经济、碳排放强

度及控制变量的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初步的基准回归，

模型具体构建如下：

       。         （1）

式中：i 为各省市；t 为时间；Vct, it 和 Vdig, it 分别为 i 地
区第 t 年的碳排放强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Vln z, it 为

各控制变量；εit 为随机扰动项；α0 为截距项；α1、αi

分别为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和各控制变量回归系数。

为检验本文假说 H2，研究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

度的间接效应，分别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

级化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2）

                  （3）

        （4）

                   （5）

              （6）

式（2）~（6）中：Visa 为产业结构高级化；Visr 为产

业结构合理化；θ、β、χ、δ、η、γ为相关系数。

3.2 变量选取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经济（Vdig），当前数字经

济的测度，尚无明确的方法，主流测算方法有两类，

第一是增加值法，通过直接测算与数字经济相关产

业或行业的增加值得到数字经济的发展规模 [25-26]；

第二是构建指标体系，也是最常用的方法，基于数

字经济内涵的多个维度，选取相应的指标，构建指

标体系采用计量方法降维成一个综合指标来反映数

字经济整体的发展水平 [27-29]，虽然能够很好地反映

出数字经济发展内涵的各个基本面，但在具体指标

的选择上，主观性较强，受学者本身水平限制较大。

本文借鉴刘军等 [30] 构建的指标体系，从信息化发展、

互联网发展与数字交易 3 个维度共 14 个指标，综合

测度我国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具体指标选取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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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所示，各项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

国信息产业年鉴》、国家统计局及各省市统计公报。

在综合评价方法中，本文选取最常用的熵值法来测度

我国各省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被解释变量。碳排放强度，根据标准煤折算系数

和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公布的碳排

放系数和刘贤赵 [31] 的研究，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获取煤炭、焦炭、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原油、

天然气 8 种能源消耗总量，计算得出各省市碳排放总

量（Vc），计算各省市碳排放总量与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值得出碳排放强度（Vct），具体计算如下。

           （7）

                                                    （8）
式（7）（8）中：t 为化石能源；E 为能源消费量；

SCC 为标准煤折算系数；CEC 为 IPCC 碳排放系数。

折算系数 SCC 和 CEC 数值见表 2。

中介变量。包含产业结构高级化（Visa）和产业

结构合理化（Visr）两方面。

1）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高级化描述的是

产业由低级向高级过渡的过程，本文借鉴付凌晖 [32]

的研究，将各省市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

例作为 3 个空间向量，构造向量 X0 = (x1，x2，x3)，计

算 X0 分别与产业向量 X1 = (1, 0, 0) 、X2 = (0, 1, 0) 、
X3 = (0, 0, 1) 形成的夹角 θj，其中 j=1, 2, 3。将式（9）
θj 结果代入式（10）计算得出各省市产业结构高级化

（Visa）水平。

      ，          （9）

                      。                        （10）

2）产业结构合理化。参考干春晖等 [33] 的研究，

本文的产业结构合理化以泰尔指数进行衡量，具体计

算公式如下：

              。             （11）

式中：Yi 为三大产业产值；Li 为三大产业的就业人数；

n 为产业部门数量，i=1，2，3。
控制变量。从人均道路面积（Vroa）、城镇化率

（Vurb）、能源结构（Vene）、创新投入水平（Vinn）

和教育水平（Vedu）5 个方面选取。1）Vroa 采用各省

市道路总面积与该地区常住人口的比值衡量。2）Vurb

参考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采用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

的比例衡量；3）Vene 采用煤炭消费占总能源消费量

的比例测算；4）Vinn 选取统计年鉴中 R&D 经费支出

作为创新投入的代理指标；5）Vedu 采用各省市财政

支出中的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测算。

3.3 数据说明

本文以我国 30 个省市（西藏、港澳台除外）

2013—2020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所有数据均

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

国能源统计年鉴》、EPS 数据库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及

统计公报，针对部分年份缺失数据采用指数平滑法补

齐，在应用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保证数据的平稳性，

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1 数字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Digital econom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属性

信息化

发展

光缆密度 0.061 9 正向（+）
移动基站密度 0.069 3 正向（+）

信息化从业人员占比 0.037 6 正向（+）
电信业务总量 0.102 4 正向（+）
软件业务收入 0.159 6 正向（+）

互联网

发展

互联网端口接入密度 0.073 3 正向（+）
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0.019 5 正向（+）

宽带互联网用户数占比 0.045 6 正向（+）
移动互联网用户数占比 0.021 7 正向（+）

数字交易

发展

每百家企业拥有网站数 0.007 3 正向（+）
企业使用计算机情况 0.032 7 正向（+）
电子商务企业占比 0.058 0 正向（+）
电子商务销售额 0.130 4 正向（+）

网上零售额 0.180 6 正向（+）

表 2 碳排放系数和标准煤折算系数

Table 2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s and standard coal 
conversion coefficients

系数
能源种类

煤 焦炭 原油 汽油 煤油 柴油 燃料油 天然气

SCC 0.714 3 0.971 4 1.428 6 1.471 4 1.471 4 1.457 1 1.428 6 1.214 3

CEC 0.755 9 0.855 0 0.585 7 0.553 8 0.571 4 0.592 1 0.618 5 0.448 3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表 3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each variable

Variable 变量含义 Obs Mean Std. Dev. Min Max

Vct 碳排放强度 240 2.203 0.728 0.455 3.787 

Vdig 数字经济 240 0.223 0.124 0.073 0.768 

Vln roa 人均道路面积 240 2.745 0.350 1.413 3.288 

Vln urb 城镇化率 240 4.083 0.184 3.635 4.495 

Vln ene 能源结构 240 0.655 0.332 0.018 1.763 

Vln inn 创新投入 240 14.424 1.351 11.083 17.034 

Vln edu 教育水平 240 2.120 0.114 1.229 2.503 

Visa 产业结构高级化 240 0.252 0.364 -0.407 1.667 

Visr 产业结构合理化 240 0.105 0.127 0.018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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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证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豪斯曼检验的 Z 值为 21.20，通过了 1% 水平

下的显著性检验，宜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为保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逐步添加控

制变量进行回归。由表 4 可知，在逐步增加控制变量

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逐渐变小，回归系数稳定在

0.8~0.9 之间，说明数字经济回归系数受控制变量的影

响较小，我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能够有效地降低碳

排放强度水平。由模型 6 可知，数字经济每提高 1%，

我国各省市碳排放强度相应下降 0.878%，并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至此，本文假说 H1 得以验证。

控制变量中，基础设施建设的回归系数为-0.113，
并在 10% 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交通设施建设水平越

高，碳排放强度水平越低，交通设施的便利有利于区

域间创新、发展资源的流动，实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

城镇化水平的回归结果为负且显著，说明城镇化水平

的提高能够抑制碳排放强度的提升。当前，我国正处

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键发展阶段，自新型城镇化

概念提出以来，我国各省市城镇化建设开始向集约、

共享、绿色、协调等方向转变，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建

设水平不断提高，有效降低了碳排放。能源结构的回

归结果显著为正，说明能源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碳排

放强度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创新投入的回归系数为

负，并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创新是高质

量发展源源不竭的动力，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力度能够

有效实现碳排放强度的降低。教育水平的回归系数为

正且显著，说明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碳排

放强度，可能原因在于我国人口基数较大，教育水平

的提高离不开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投入，因此造

成了碳排放强度提高。

4.2 稳健性检验

由于我国各个省市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存在差

异，且总体上人口分布集中在东中部地区，因此本文

进一步将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人均碳排放强度，

并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由表可知，在替换被解释变量

以后，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由模型 6 可

知，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为-0.740，与基准回归相比，

数值略微下降，表明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有效抑制各省

市的碳排放强度，对人均碳排放强度也具有显著的抑

制作用，表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4.3 区域异质性分析

前文从全国总体上详细分析了我国数字经济对

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作用，并采用了两种方式进行

稳健性检验，得出数字经济能够抑制我国碳排放强度

水平的提高。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不同区域之

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为更好地

了解我国各区域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

本文参考学术界普遍做法，将全国根据经济发展水平

和开发层次水平划分为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三类进

行区域异质性分析，分析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4 基准回归结果

Table 4 Benchmark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Vdig

-1.724*** -1.501*** -1.039*** -0.866*** -0.835*** -0.878***

(-21.49) (-16.73) (-9.59) (-9.10) (-8.58) (-9.04)

Vln roa

-0.303*** -0.008 -0.105 -0.094 -0.113*

(-4.75) (-0.10) (-1.63) (-1.45) (-1.77)

Vln urb

-1.155*** -0.912*** -0.819*** -0.737***

(-6.52) (-5.90) (-4.88) (-4.40)

Vln ene

0.795*** 0.769*** 0.759***

(8.63) (8.21) (8.22)

Vln inn

-0.048 -0.055*

(-1.43) (-1.67)

Vln edu

0.120***

(2.73)

Con_

2.587*** 3.369*** 7.169*** 5.888*** 6.174*** 5.764***

(136.79) (20.34) (11.91) (10.94) (10.78) (9.88)

Obs_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模型选择 Fe Fe Fe Fe Fe Fe

R-squared 0.688 0.719 0.767 0.829 0.830 0.836

注：t-statistics in parentheses.*** p<0.01, **p<0.05, *p<0.1，下同。

表 5 替换被解释变量检验结果

Table 5 Test results of explained variable replacement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Vdig

-1.712*** -1.479*** -1.115*** -0.903*** -0.704*** -0.740***

(-15.94) (-12.10) (-7.09) (-6.23) (-5.22) (-5.44)

Vln roa

-0.318*** -0.085 -0.205** -0.133 -0.150*

(-3.66) (-0.79) (-2.09) (-1.49) (-1.67)

Vln urb

-0.910*** -0.612** -0.003 0.067

(-3.54) (-2.60) (-0.01) (0.29)

Vln ene

0.978*** 0.812*** 0.803***

(6.97) (6.26) (6.21)

Vln inn

-0.310*** -0.317***

(-6.72) (-6.86)

Vln edu

0.104*

(1.68)

Con_ -7.280*** -6.460*** -3.466*** -5.043*** -3.185*** -3.543***

(-287.88) (-28.63) (-3.97) (-6.16) (-4.02) (-4.33)

Obs_ 239 239 239 239 239 239

模型选择 Fe Fe Fe Fe Fe Fe

R-squared 0.550 0.577 0.601 0.678 0.736 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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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 可知，我国东部省市和西部省市的数字经

济回归结果与全国样本一致，对碳排放强度表现出了

显著的抑制作用，东部地区数字经济的抑制作用最

强，回归系数为 -1.032，西部地区的抑制作用次之，

数字经济的回归系为 -0.638，中部地区的抑制效果

最弱但不显著，回归系数为 -0.304。东部地区的产

业结构相对清洁，高能耗高碳发展企业较少，主要涉

及信息技术、电子商务、云计算等服务型行业，不会

象传统制造业一样产生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在

降低碳排放强度上具有显著的效果。此外，高水平的

数字经济发展也使得数字技术能够大规模应用，能够

帮助企业和个人更加高效地使用能源，降低碳排放强

度。对于中部地区而言，传统行业仍然占主导地位，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传统制造业和重工业仍

然是当地经济的主要支柱，这些行业的碳排放量相对

较高，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数字化转型的步伐较慢，

数字化转型仍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投入，因此导致了

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不显著。

西部地区地广人稀，相对于东中部地区，人口密度、

城市化程度较低，交通量较少，碳排放也就相对较低，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清洁能源的发展。

在能源结构上，相对于东中部地区，更加倾向于使用

清洁能源，如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这些清

洁能源的使用可有效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减少了

碳排放，因此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显著降低

碳排放强度水平。总体上来看，我国三大区域之间，

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存在较为显著的

异质性，东部最强，西部次之，中部最弱。

4.4 中介效应分析

由前文理论分析可知，数字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

级，而产业结构的升级能够有效降低碳排放，因此为

检验数字经济是否存在以产业结构升级为中介降低

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以产业

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中介变量，进行中

介效应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7 所示。

由模型 1 可知，数字经济显著抑制了碳排放强度

的提升，因此可进行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由模型 2 可

知，数字经济的发展能有效提升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

水平，符合前文的理论分析。进一步分析模型 3 可得，

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回归系数均

为负值，并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中介效

应存在。本文在回归过程中提供了 3 种中介效应显著

性检验：Sobel 检验、Goodman-1 检验和 Goodman-2
检验，3 种检验下，产业结构高级化均通过了 1% 水

平下的显著性检验，证明存在较为强烈的中介效应。

由模型 1、2、3 计算可知，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直接效

应为 -0.935，中介效应为 -0.370，总效应为 -1.305，
中介效应占比 28.4%，证明了数字经济能够以产业结

构升级为中介，降低碳排放强度。由模型 4 可知，数

字经济能够提升我国各省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

且系数在 1% 水平下显著，可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分析模型 5 可得，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并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产业结构合理

化的系数为负并不显著，且 Sobel、Goodman-1 和

Goodman-2 检验的结果也表明不存在中介效应，产

表 6 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

Table 6 Regional heterogeneity regression results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全国地区

Vdig

-1.032*** -0.304 -0.638* -0.862***

(-10.36) (-0.42) (-1.77) (-8.77)

Vln roa

-0.207** 0.377 -0.079 -0.094

(-2.58) (1.41) (-0.89) (-1.56)

Vln urb

-0.018 -0.916 -0.999*** -0.635***

(-0.09) (-1.38) (-2.80) (-4.04)

Vln ene

1.242*** 0.154 1.381*** 0.860***

(6.46) (1.06) (8.43) (9.75)

Vln inn

0.053 -0.403*** 0.041 -0.086***

(1.37) (-3.44) (0.77) (-2.93)

Vln edu

0.233*** -0.007 0.056 0.122***

(4.39) (-0.06) (0.93) (2.71)

Con_

0.976 10.660*** 5.117*** 5.666***

(1.05) (4.19) (4.00) (10.03)

Obs_ 104 48 88 240

R2 0.890 0.871 0.887 0.834

表 7 中介效应模型结果

Table 7 Results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变量
产业结构高级化 产业结构合理化

Step1 Step2 Step3 Step1 Step2 Step3

Vdig

-1.305*** 1.455*** -0.935*** -1.305*** 0.292*** -1.288***

(-4.89) (8.61) (-3.08) (-4.89) (4.58) (-4.61)

Visa

-0.254**

(-2.48)

Visr

-0.057

(-0.21)

Con_

0.651 1.005* 0.906 0.651 -0.949*** 0.596

(0.78) (1.90) (1.09) (0.78) (-4.74) (0.68)

Obs_ 240 240 240 240 240 240

R2 0.789 0.663 0.795 0.789 0.607 0.78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Sobel -0.370** -0.167

Goodman-1 -0.370** -0.167

Goodman-2 -0.370** -0.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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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结构合理化并未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说明了数字

经济尚未发现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中介的降碳机制。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通过提高产业结构

高级化水平抑制我国碳排放强度水平的提高，因此，

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仍是我国实现碳排放总量

降低的有效途径，至此，本文假说 H2 得以验证。

为能保证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稳健，借鉴温忠

麟 [34] 的研究，进一步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稳健性检

验，结果如表 8 所示。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中介变量，

中介效应系数为 -0.370，直接效应系数为 -0.935，
均在 1% 的水平下显著，总效应为 -1.305，中介效应

占比约为 28.4%，与前文回归结果相同；以产业结构

合理化作为中介变量，中介效应系数为 -0.167，但

不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尚未发现以产业

结构合理化为路径的抑制作用。

5 结论及建议

5.1 结论

本文以我国 30 个省市 2013—2020 年面板数据为

样本，构建普通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

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各省市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

的影响效果及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我国的数字

经济能够显著抑制碳排放强度水平的提高，大力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数字产业是各省市实现碳排放降低的

重要手段。2）我国三大区域之间，数字经济对碳排

放强度的抑制作用存在较为显著的异质性。得益于良

好的数字经济基础和大量的数字产业，东部数字经济

对碳排放强度的抑制效果最强；西部地区地广人稀，

清洁能源使用占比较大，数字经济对碳排放强度的抑

制效果次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水平较

低，传统行业仍然占主导地位，传统制造业和重工业

仍然是当地经济的主要支柱，因而数字经济的抑制

效果最弱。3）数字经济能够推动我国的产业结构升

级，实现碳排放总量降低，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对碳

排放强度存在以产业结构高级化为中介的抑制作用，

尚未发现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为中介的抑制作用，提高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仍然是我国实现碳排放总量降

低的有效途径。

5.2 建议

1）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减排。数字经济的

碳减排效应表明，继续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将数字

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是有效降低碳排放，

实现低碳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一方面，要继续深

度挖掘数字经济的绿色经济属性，保证经济社会的绿

色发展；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 5G、大数据、工业

互联网等新型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不断扩大数字产业

规模，实现数字减排。

2）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数智发展。数字经济对

碳排放强度的中介效应表明，推动产业结构不断向高

级化演进，是实现碳减排的有力手段，依托于数字经

济，要积极推进传统产业或制造业与现代化数字技术

和信息网络的深度融合，实现产业结构向更数字化、

智能化的方向升级，实现数智发展，降低碳排放。

3）依托数字技术，区域联动治理。数字经济时

代下，政府治理也应走向数字化，形成数字治理，政

府部门要积极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环境

污染进行实时监控，同时积极推动数据共享，打破行

政区域的限制，形成协同治理。企业要积极采用数字

技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能源利用效率，采用物联

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优化生产过程，

实现智能化和自动化，减少碳排放和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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